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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代文学格局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王

国维的《宋元戏曲考》（1912）［1］，该著关于元朝

杂剧作家的地域分布、南北流动以及对文学格局的

影响，往往被学者引为不刊之论。陈垣的《元西域

人华化考》（1923）在资料丰富、考证精详的基础

上，考察 13 世纪东迁西域人的华化情形，认为西

域作家取得了不小的创作成绩，一定程度揭示出，

西域作家群体对元代文学格局不同寻常的意义。王

国维、陈垣二氏的研究可谓沾溉后人，厥功至伟，

在研究领域、研究方向以及文献搜索等方面都给予

后来者极大的启发。二氏之后，元代文学自身独特

性的探究颇有加强，而就元朝社会特征与文学格局

关系的探究而言，相关研究略有滞后，直到 20 世

纪 90 年代末，情形颇有变化。邓绍基《元代文学

史》（1991）、李修生《元杂剧史》（1996）等著都

有相关章节注意到了元王朝社会特征对文学格局的

影响，而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杨镰的《元西

域诗人群体研究》（1998）。该著从西域作家用汉

语写作的预备期、成熟期、丰收期、元明易代之际

四个阶段来讨论西域作家群体对于元代文学格局的

深刻影响，不仅呼应了陈垣的研究，在理论认识上

也颇有高度，诚如著作所指出的那样：“充分认识

西域各族对中华民族文明所做出的共同贡献……是

深刻理解历史发展过程和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需

要。”［2］21 世纪以来，元代文学研究取得较大进展，

有关元代社会特征、文人群体的地域分布与文学创

作格局研究逐步深入、细化［3］。尽管相关探讨非

常活跃，但也存在总体上重南轻北，重元末轻元

中、前期，重诗文研究轻元曲研究等问题。而尤其

突出且亟待加强的问题更在于：对朝代的独特性重

视不够，在探讨文人群体的创作情形以及他们对于

文学格局的影响过程中，对元代王朝的独特性之于

元代文人群体流向和文学格局形成的深刻影响关注

力度不够；整体性研究不足，较重视具体地域文人

群体的文献爬梳与文学创作影响，对于文人群体的

动态流动以及元代文学格局的整体观照颇为不足。

关于元代文学格局的构建，不能脱离元朝独

特的社会背景而进行。《元史》云：“若元，则起朔

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

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

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4］在这句话中，地理

的、民族的、疆域的、道里驿站、人口迁徙等方面

的内容尽含其中，在这句话的背后，则是蒙古人近

百年的世界征略和大一统元朝建构的进程。站在全

局立场，从元朝社会一统格局的形成以及元代文学

格局自身独特性角度出发，观照文人群体流动的背

景、流向区域以及可能造成的创作影响，不仅可以

加强元代文学研究的系统性与整体性，而且可以在

时空背景清晰的情况下，厘清元代文学发展的总体

脉络，将许多看似个别的文学现象进行较准确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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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期之前的文人群体分布和文学格局体现出较明显的大一统、多民族、多文明碰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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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归位。元代崛起西北，疆域辽阔，最典型的特征

是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多民族、多文明并存。就其

政治格局、行政区划以及用人态度而言，总体上表

现为以北制南、重北轻南的特点［5］，元朝的最后

崩溃与灭亡，也缘起东南地域的分裂。元代文坛与

元朝形势始终相副，也体现出崛起于西北、终迄于

东南的特征。元中晚期之前的文人群体分布和文坛

格局体现出较明显的大一统、多民族、多文明碰撞

交流的特征，末期则体现出裂变、东南地域性增强

的倾向。

一

与所有游牧民族一样，铁木真率领蒙古人以武

功起家，试图将“有星的天空”“有草皮的大地”

尽看做长生天对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和蒙古人的赐

予［6］。这种“无阃域藩篱之间”［7］，没有边界意识

的愿景推动了蒙古人近百年的世界征略进程，使得

13 至 14 世纪的世界此疆彼域的障碍被极大程度地

打破。而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来讨论元代文人群体

的地理分布问题，则不能像之前以农耕文明为基础

的中原王朝的情形一样，由相对稳定的郡县划分、

既定的地域环境、人群结构来究讨文人群体的地域

分布情形以及他们在文坛格局中的影响。在蒙古人

的影响下，元代文人群体的形成、地理分布以及文

坛格局等，都与中原王朝的情形有诸多不同特点。

如果探查元代文学始终都不忽略蒙古人作为统

治者这一背景的话，会发现全真教徒是讨论元代文

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首先需要面对的群

体。与其他时代的中原王朝统治者相比，蒙古人

建立大蒙古国时既没有文字，也不使用文字表达：

“鞑人本无字书……虽无字书，自可立国”［8］，“今

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

刻指以记之”［9］。蒙古人对世界的体认和判断多来

自于宗教的启悟，他们对于文字文明相当陌生，但

对宗教所具有的社会统摄力量却非常重视。以此，

对于他们征服或治下的多族群体，蒙古人往往先选

择接近和信任宗教人士。全真教教主丘处机便是最

早获得蒙古统治者信任的中原宗教领袖。全真教在

蒙古治下时期，对北方社会的巨大影响，一直都是

学界关注的重点，而全真教作为最早得到蒙古统治

者认可的汉地宗教，它自身的文人气质以及它对元

代文学创作和格局的影响，很有讨论的意义。

公元 1219 年 5 月，成吉思汗派刘仲禄赴山东邀

请丘处机。1220 年末，丘处机接受成吉思汗的诏请，

1221 年 2 月，丘处机率弟子西行觐见远在大雪山（今

阿富汗兴都库什山）驻营的成吉思汗，丘处机等人

的西行改变了全真教的命运，“推动全真教走向全面

兴盛，实现了教祖王重阳 ‘四海教风为一家’的遗

愿”［10］。就元代文学史而言，全真教对于蒙古治下

时期的北方乃至元代文学格局的影响，不仅体现于

全真教徒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比重，全真教所宣扬的

思想也是元代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更值得指出的

是，全真教作为较早与蒙古统治者接触的宗教教派，

少数全真教徒有机会前往蒙古人活动的中亚及岭北

区域，并留下不少纪行作品，这是其时绝大多数作

者无法实现的。在文学创作的时代独特性方面，丘

处机、尹志平、李志常等全真教徒的西游纪行创作

与同时期的耶律楚材父子等人的相关纪行创作，已

越出中原风土的范围，这种表现“非中原风土”的

创作在蒙古人建立一统南北的元朝之后，更成为这

个时代相当典型独特的内容。就这个意义而言，全

真教的创作翻开了元代文学创作的新篇章，这是他

们创作中颇具时代意义的贡献所在。

蒙古人近百年的世界征略进程，导致了 13 至

14 世纪各族人们的大范围流动。元代文人群体的

形成、流向、分布，可能要追溯到蒙古南下攻金的

时候。贞祐元年（1213）秋，蒙古人兵分三道南下

攻金，攻破河北、山东、山西 90 余州，“所过无不

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

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

墟矣”［11］。尽管如此，对于主要精力尚用于征略

天下的蒙古人来说，他们此时既无意也无力经营中

原，以此，从贞祐之乱、金室南迁（1214），直至

中统三年（1262）李璮叛乱之后汉人世侯制结束，

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河北、河东（山西）、山东

诸郡县，主要由汉人世侯掌控。汉人世侯的统辖区

则成为金源文人群流动的主要地带，并因此形成一

个个富有影响的文人群体。这些流动的文人群体不

仅构建着蒙古治下时期的文学格局，而且还深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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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到元初的文学创作局面。 

以真定为例。“元初制杂剧者，不出燕、齐、

晋、豫四省，而燕人又占十之八九”［12］，王国维所

谓的燕人主要出自史天泽家族统辖的真定一带。真

定成为元曲发展中心，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蒙古灭

金过程中，真定成为北方文人流动的重要区域。如

史所载，在贞祐之乱中，由于史氏率众及早降附，

于是“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

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13］，

真定没有受到蒙古人的过分摧残。又据迺贤记载：

“国朝与宋约同灭金，蔡城既破，遂以土地归宋，人

民则国朝尽迁于北，故汴梁、郑州之人多居真定，

于是有故都之遗风焉。”［14］也就是说，在蒙古与南

宋联合灭金之后，原先金朝治下的经济、文化中心

汴梁、郑州的民众都被迁居到真定，于是真定不仅

保存了金朝故都的遗风，人口也大有增加。而且，

真定作为南北襟喉之冲，交通便利，商贾四集，这

也为真定戏剧创作的繁荣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另外，史氏家族对真定一带的苦心经营，使真定在

蒙古治下时期发展成为天下之巨郡，四方之都会。

根据钟嗣成《录鬼簿》所录前辈元曲作家，真定曲

家有十家，约占五分之一，他们是史天泽、史樟、

白朴、侯正卿、尚仲贤、戴善甫、汪泽民、李文蔚、

侯正卿、王嘉甫和董君瑞等［15］。尤其是白朴，他

从 1237 年便随父亲白华寓居真定，大约中统三年

（1262）离开真定南下，在真定生活的时间大约 26

年，他的杂剧也基本创作于真定［16］。而从白朴在真

定的交游圈来看，除史天泽、史樟父子外，他的总

角之交、同学好友侯克中、李文蔚、戴善甫等都有

杂剧作品存世。可以说，在真定统治者史天泽父子

的支持与参与下，真定形成了以白朴等优秀作家为

中心的真定杂剧创作圈。

不仅是真定，诸如东平、保定、卫辉、平阳、

邢州等汉人世侯统辖区，由于汉人世侯的努力经

营，都纷纷成为金亡后文人的重要流向区域。诚如

其时文人魏初所指出的：“壬辰北渡后，诸侯各有分

邑。开府忠武史公之于真定，鲁国武惠严公之于东

平，蔡国武康张公之于保定，地方二三千里，胜兵

合数万，如异时齐、晋、燕、赵、吴、楚之国，竞

收纳贤俊，以系民望，以为雄夸。”［17］这些投奔各

世侯统辖区的文人进而在寓居地形成较有区域标识

性的文人群，亦所谓真定文人群、东平文人群、保

定文人群以及苏门山文人群、邢州文人群等。虽然

在蒙金战争那样酷烈的时代里承受了过多磨难与困

厄，但金源文人群体仍多恪守天职，不仅为中原传

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也对蒙古人

入主中原之后的制度与文化建设贡献甚大。对于元

代文学的创作面貌和发展格局而言，在南北一统之

前，元代早期文坛格局基本为金源文人所把持。

二

南宋被一统之后，南北融合成为元朝包括文

坛、政坛、思想等多个领域的较为核心的问题，它

深刻地影响到朝廷的仕宦结构、社会资源分配、文

人群体流动以及社会面貌和社会心态等方面。就元

代社会长期存在的南北融合情形而言，它实质上深

刻地反映了元代中原与塞外的一统格局中多个民

族、多元文化相互包容的融进过程。而元代社会的

南北融合背景也在元代文学独特风貌的形成过程中

产生了不能忽略的影响。

首先是南北融合对于元曲成就的影响。王国维

认为元杂剧所以成为一代文学之代表，在于它能摹

写作者胸中之感想，而时代之情状、真挚之理与秀

杰之气，时常流露于其间［18］。这所谓的“作者之

感想”“时代之情状”，就包含着元代社会处处都

体现着的中原农耕文明与塞外游牧生活的碰撞与

融合情形。在元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

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

帽，衣服则为绔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

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

氏为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19］。颇具“蒜

酪味”［20］的元曲，与其说是元杂剧独有豪泼诙谐

的俚俗色彩和民间风味，还不如说是元杂剧对于其

时人们“胡化”情形的真切描述，“蒜酪味”几乎

成为元杂剧创作的基本底色。比如关汉卿《包待制

智斩鲁斋郎》中的鲁斋郎，其形象就反映了进入文

明城市、无所作为的蒙古游牧民特征： 

弹弓粘竿、 儿小鹞，每日价飞鹰走犬，街

市闲行。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到有，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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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我则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人家有

那骏马雕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

还他，不坏了他的：我是个本分的人。［21］

相对于定居民众而言，蒙古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

里，形成的民族特性是“遇食同享，难则争赴。有

命则不辞，有言则不易”［22］。游牧民族缺乏物权

观念，所谓“番家无产业，弓矢是生涯”［23］，是

他们生活理念的写照。所以，被定居民众视作抢掠

的行为在类如鲁斋郎的蒙古人看来，不仅无伤大

雅，甚至就是本分。这种物权理念的分歧，意味着

定居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值得注意的

是，元大都是元杂剧繁荣的中心，作为元朝的都

城，大都正好位于农耕定居文明与塞外游牧文明交

叉的中心地带，也就是说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

的这种冲突几乎成为元杂剧展开剧情的重要基础。

诸如《窦娥冤》《望江亭中秋切鲙旦》《包待制智赚

生金阁》《汉宫秋》《西厢记》等名剧，都反映了这

种社会情形。可以说，大都南北交汇的文化背景给

予了生活于其中的作家及其创作无限可能，而元杂

剧的活力很大程度也来源于它。

饶有意味的是，元杂剧的繁荣离不开中原与塞

外多元文明碰撞与冲突的背景，而元散曲在北人南

下之后，在杭州形成了它的创作中心。曾经被苏轼

喻作“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以它丰富的文化意

蕴，成为南下的北人与本土的南人达成情感呼应的

吟咏对象，从而推动了以“西湖书写”为中心的元

散曲创作的繁荣。不仅有卢挚、刘时中、马致远等

早期南下的北方文人，以西湖四时风景为对象进行

同题集咏在前，还有白朴、奥敦周卿、贯云石、薛

昂夫等曲家时时题咏其间，更推生了元散曲家的

“南北双璧”张可久和乔吉的出现，他们大量创作

以西湖为题咏对象的散曲。乔吉有题西湖《梧叶

儿》百篇，而张可久更是“无日不西湖”［24］，也

就是说留下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散曲作家，他们

的创作对象大多是西湖。以“西湖书写”为代表的

元散曲，它所具有的重抒情、重意象、重锻炼的特

征，既迥异于元杂剧重叙事、重主题、重情节的特

征，又呈现出元代南北融合背景下，不同文化气质

和土壤孕育出不同样貌形态作品的内在活力。

其次，南北融合对元诗创作风貌的影响。相比

于其他朝代的诗歌创作，元诗中题画诗的数量特

别引人注目：“元代几乎所有的画家都有诗文集存

世；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有题画、议画的诗文存世，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元代这样，诗人和画家关系那

样亲密”，“画上题诗、题文在元代空前高涨”［25］。

这与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背景密切相关。在整个

社会没有间断过的南北融合进程中，雅集活动推

动了南北多族文人群体的大融合，而题画诗的直

观性、聚合性、对话性，使它不仅有利于南北多

族、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交流和雅集，更推动了元

人诗、书、画、印整合的趋势。“在画幅上题诗写

字，借书法以点醒画中的笔法，借诗句以衬出画中

的意境”［26］，再加上富于个性色彩的印章、签名，

诗、书、画、印四美合一，混融一体，这种同题创

作、集咏行为不仅对元代题画诗创作的繁荣影响极

大，而且还推动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定型。而南方

的赵孟頫和北方的高克恭，他们的书画作品是元代

人们雅集题咏的主要对象，现今留下来的作品中，

人们直接为赵孟頫作品题咏的有 146 篇，为高克恭

画作题跋的作品有 125 余篇［27］。赵、高两人的作

品本身已体现着浓郁的南北文化交融气息，那些以

赏鉴、题咏他们的作品而进行的南北多族文人的雅

集题咏活动，更是深深地影响着元代文学的创作形

态，使得元代诗歌那种生动直观，富有对话感、画

面感、场景感的创作气质有以形成。

在元诗中，还有一大典型主题——上京纪行诗，

同样深深地浸淫着南北融合的影响。蒙古人崛起西

北，最终一统南北，成为最高统治者，他们所拥有

的权力和影响力，使得描述和表达他们活动轨迹的

纪行创作，成为元代南北多族文人共同推动繁荣的

创作典型。上京又称滦京、上都，元代自元世祖中

统时期（1264）就开始正式实行两都巡幸制，直到

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攻陷上都，“因上都宫阙

尽废，大驾不复时巡”［28］，持续时间将近百年，几

乎与元朝相始终。以此上京纪行诗不仅成为元朝南

北多族文人相互融合的载体，更是元朝社会繁荣的

象征和记忆［29］。而综观上京纪行诗作者的身份，他

们多为南方文人，如袁桷、周伯琦、虞集、杨允孚、

迺贤［30］、程文、郑泳等，颇能让人看到元代社会多

民族融合的张力对于元代文学创作增长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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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南北融合对元代文章特征的形成同样深有

影响。说到元代文章的特点，《元史·儒学传》中的

这段话可引为典型：“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

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

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

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

世者，彬彬焉众矣。”［31］在元代文章风格成型的过程

中，南北多族文人以程朱理学为探研核心，以通经为

基础而进于作文，普遍追求“缜而不繁、工而不镂”、

有“粹然粉米之章”而少“山林不则之态”的写作风

格［32］。宋濂在《元史》中认为，元代文章不仅上自

馆阁下至山林，都能做到经艺、文章合而为一，而且

以通经能文而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宋濂这个

评价的得出，其实是他参与和见证元代文坛南北多族

文人创作情形之后，较为中肯的看法。

程朱理学作为南方精英的思想精粹，却被凭借

怒马强弓征服天下的元朝统治者列为科举考试的主

要内容，上升到官学的地位，这离不开南北多族

精英的斡旋与推动［33］。在元代文章风格形成过程

中，科举考试发挥的导向作用固然重要，而南北多

族馆阁文人与山林布衣之间迭相师友的影响作用更

具有渗透性，尤其是西域文人对于元代以程朱理学

为根，由通经而能文风格的形成意义显著。例如色

目贵族赵世延“喜读书，究心儒者体用之学”，“于

儒者名教，尤拳拳焉。为文章波澜浩瀚，一根于

理”［34］。在延祐首科选拔进士时，他坚决要取录

许有壬，而许氏文章以程朱理学为根本，“雄浑闳

肆，餍切事理，不为空言”［35］，“涌如层澜，迫而

求之，则渊靓深实”［36］，非常符合赵世延的文章

审美追求。再如西域文章大家马祖常，曾两知贡

举，并担任读卷官。马祖常不仅在担任主考官的泰

定丁卯科（1327）中，选拔出萨都剌、杨维祯、黄

清老、赵期颐、燮理普花、郭嘉、张以宁、李黼、

观音奴、索元岱等一批元代中晚期文坛相当活跃的

著名进士外，还推荐了诸如宋本、苏天爵、王守

诚、陈旅等元代文坛风云人物。再如唐兀氏余阙，

他留意经术，对五经皆有传注，对婺州文人的创作

风格颇为认可，尤其对柳贯文章一根于理、崇本实

而去浮华的风格大加推举，曾以浙东佥宪的身份命

柳贯弟子宋濂、戴良等人汇次柳贯文集刊行，并亲

为序言。余阙之后，以宋濂为首的婺州文人群活跃

于元末明初文坛。

总体而言，元代社会持续的南北融合过程，一

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原与塞外的二元一统格局，诚

如清朝雍正皇帝云：“中国之郡县，亦犹各蒙古之

有部落耳。历代以来，各蒙古自为雄长，亦互相

战争，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统”，“是中国之一

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

朝”［37］。元代文坛也在社会的南北融合进程中逐

步形成了对大一统国家认同和维护的创作格局，而

元代文学创作上的独特风貌以及它们的文学史贡

献，也可以由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背景而获得它们

自己的逻辑归位。

三

元朝社会突出的民族性、世界性以及内陆亚洲

性特征，不仅使元代文学自身的丰富程度与研究的

独特意味得到极大程度的增强，而且藉由这些特征

而产生了复杂文坛现象，如：元朝文坛的西域作家

群体，由海、陆丝绸之路的大范围拓通带来的元代

纪行创作的巨大繁荣以及中国形象的世界性传播与

影响等，也使得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

局的讨论不能仅仅立足于中原王朝视角进行。

西域文人群体在元朝的出现，很大程度而言，

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自 1205 年第一次侵入西夏开

始，至 1260 年蒙古第三次西征结束的成果。“西

域”所涵盖的区域包括“唐兀、畏吾儿，历西北三

藩所封地，以达于东欧”等区域，即天山南北、中

亚、西亚、印度、欧洲东部、伊朗高原至阿拉伯以

及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地［38］。这些地域族群

构成复杂，有回回、哈剌鲁、阿儿浑、钦察、阿

速、康里、斡罗思、术忽、也里可温等族类［39］。

在 13 至 14 世纪期间，伴随着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活

动，西域人东迁情形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在西域

人大量东迁至中原一二世后，他们逐渐“以中原为

家”“不复回首故国”［40］，及其苗裔“乃能学于中

夏，慕周公、孔子之道”［41］，且于“所有中国之

声明文物”“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42］。

诚如陈垣指出的：“西域人之读书，大抵在入中国



191

论元朝的社会特征与文学格局

一二世以后，其初皆军人。宇内既平，武力无所

用，而炫于中国之文物，视为乐土，不肯思归，则

惟有读书入仕之一途而已。”［43］ 

正是有了大量西域人读书的社会基础，元代西

域作家群“出现在本来只属于汉族文人的中原文

坛”，“成为一道特殊风景线”［44］。清人王士禛也认

为：“元代文章极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马）

祖常及赵世延、孛术鲁翀、康里巙巙、贯云石、辛

文房、萨都刺辈皆是也。”［45］由于大量西域作者的

群体基础，才有了王士禛所列举的那些闪耀于元代

文坛、同时也不逊色其他时代的元代优秀西域作

家。西域作家群出现在元代文学格局中，其重要意

义在于，元代西域作家群体作为一个独特的创作群

体，对元代文学乃至传统文学生态都深有意义。可

以说，元代西域作家群体的存在和影响，典型而鲜

明地昭示，中华文明包括文学特征的形成，其实是

多族文人藉由多元文明交流融汇形成的成果。

而蒙古人的三次西征在推动 13 至 14 世纪西域

人大举东迁的同时，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六合

同风，九州共贯”［46］的大一统王朝。蒙古的扩张

打破了东西方长期的政治壁垒，并在扩张过程中建

立了相对完善的驿站系统，这使欧亚大陆的交往畅

通无阻。所谓“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

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

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47］，中国

第一次实现了沙漠与海洋两大出口的全球性开放格

局。欧亚大陆自东向西所并存的四个大文化圈：东

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

文化圈、南亚的印度文化圈以及东地中海与欧洲

的基督教文化圈，都与中国发生关联。“丝路纪行”

缘此成为 13 至 14 世纪东西方世界相互观察、纪录

和思考的最典型载体。与之前的时代相比，这一时

期独立成卷的丝路纪行作品约计百余种，其中汉文

文献 80 余种，外文文献近 30 种［48］，这个数据意

味着 13 至 14 世纪的丝路纪行创作在数量上，远超

自汉至宋 9 个多世纪的所有纪行创作数量的总和。

不仅如此，这个时期还涌现了诸如《长春真人西游

记》《真腊风土记》《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

东游纪》《伊本·白图泰游记》《岛夷志略》等一批

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作品，这些纪行作品不仅是

研究元朝社会的重要文献，对于元代文学格局而

言，也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创作内容。

四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那些能挺然秀出，在文学

格局中具有不凡影响的文人群体或个体，他们的思

想意识或者作品表达，要么能抓住时代的脉搏，要

么能恰切地反映出时代的独特情绪。

比如江西文人。历数有元一代江西著名作家，

“元诗四大家”有虞集、揭傒斯、范梈等三位江西

人占去三席；元代文坛的盟主，虞集之后有揭傒

斯，揭傒斯之后有危素、周伯琦等，承接有序，代

为领袖。江西文人的影响力不仅体现于元代文坛，

在政治领域有程钜夫，哲学领域有吴澄，宗教领域

有张留孙、吴全节等，地理领域有朱思本及其《舆

地图》、汪大渊的地理纪行著作《岛夷志略》，语

言领域有周德清及其《中原音韵》等，这些人及其

作品在当时甚至今天，依然不失其划时代的意义。

在江西文人驰骋文坛之际，其他地域，北方如金源

文人以及西域文人等，南方如浙江文人、姑苏文人

同样成绩斐然，但与江西文人的影响力相比，则稍

逊一筹。为何大一统后，多元格局的元代文坛是江

西力量占得头筹？尽管，江西作为南宋治下区域学

术、文化的中心，诗文创作一直繁盛，但南宋治下

时期，文化的中心更在浙江，为何不是浙江？若论

政治优势，为何起初占有绝对优势的金源文人群没

有保持优势？又或者更有政治优势的西域文人，以

及其他地域的文人群不能成为强势力量？这非常耐

人寻味。而细论这些江西地域出来的代表人物和代

表作品之所以影响不同于寻常，会发现他们几乎非

常一致地表现出对元朝多族群共处的开放文化精神

的理解。有一则耐人寻味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即

吴澄针对蒙古朝廷发布八思巴文字的态度与评价。

至元二年（1265），在即将一统南北的前夕，有感

于“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

使驿往来，如行国中”［49］的世界性交流背景，忽

必烈期望能创造一种蒙古新字，它可以“译写一切

文字”［50］。他把这一伟大设想交给年仅 31 岁的八

思巴去完成。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经过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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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和试验，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出一套

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八思巴字。与汉字最根本

的不同点在于，汉字主形，八思巴字主声；汉字

书写千变万化，但发声读音却不与之相应，而八

思巴字则字形不繁、字数不多、发声完备。相比

于汉字，八思巴字字不盈千，但“字甚简约，而

唇、齿、舌、牙、喉之声一无所遗”［51］，“于是乎

无无字之音，无不可书之言”［52］。这深刻地契合

了元朝多族群共处的一统王朝忽必烈“译写一切

文字”［53］的愿景，从而作为国家意志传达的工具，

从中原中州一直到“极东极西极南之境”，“人人可

得而通焉”［54］。在比较八思巴字与汉字的根本区

别之后，吴澄深深感慨，八思巴字的创制诚可谓文

字创造发展史的一大助推。吴澄的这层感慨不仅在

于八思巴文字的伟大，更作为文明高度成熟的华夏

子弟，承认异质文明的独特性和它们对华夏文明的

补充与推助意义。吴澄的视野与胸襟以及哲学认

知，引领着草庐学派成员诸如程钜夫、虞集、揭傒

斯、范梈、危素、周伯琦等优秀作家，推动江西文

人在元代一统文化语境中大领风骚。

元代文学中还有一种情绪特别值得探究，这种

情绪几乎是元王朝从上至下，用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的，那便是跨文化、跨族群、跨地域交流碰撞中

的乡愁情绪。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描述

丘处机旅途中不食少语的情节，便极为动人地触及

到这一情绪。作为宗教领袖，丘处机为了立教度

人，不顾年逾七旬的高龄，历万水千山，进入蒙古

人活动的区域，其意志力已然远超常人，但以血肉

之躯，又长达三年颠沛转徙于迥异于自己平昔的生

活环境，触目皆是不熟悉的风俗，入耳的都是自己

不能理解的语言，触心的是自己无法进入的宗教信

仰，这种杂糅着地理、民族、信仰、语言、饮食风

俗等多重因素的乡愁，尽管不能让丘处机在意志上

承认自己无力，但从肉体上把丘处机打倒了，他以

不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乡愁，直至回到自己熟悉

的母语生活环境中，才一切如常。李志常作为虔诚

的弟子，用平实的语言叙录老师一言一行的同时，

不经意中刻画出了那个时代很典型的跨地域空间、

跨族群、跨文化碰触中的独特感受。虽然这种感受

也可以命名为乡愁，但这种乡愁情绪在元代之前的

文学创作中没有元朝这么多元复杂，更不像在元朝

那样，在自上而下、自中而外的人群中普遍存在。

像耶律楚材在西域河中（中亚的撒马尔罕）那种无

边无际的“寂寞”感，赵孟頫、虞集等为代表的北

上南人那种听雨藏身、读书藏世，缠绵委曲的“江

南归思”之念，还有伊本·白图泰、鄂多立克、孟

特·戈维诺等身处中国的外邦人员，他们面对满城

缺少宗教敬畏情绪的中国人的宗教不适感，甚至蒙

古统治者们每年 4 至 6 月前往上都的清夏与祭祀活

动，等等，都无不浸渍着这个时代富有意味的特殊

体验与情绪。诚如萨都剌所感叹：“月轮西转日生

东，四海车书总会同。骑马出门天万里，山川长在

别离中。”［55］与之前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原王朝相

比，元朝具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等多个族

群、多种文明形态共存，疆域辽阔、交通便利等典

型特征。对于元朝的人们来说，广袤空间背景中，

跨族群、跨文明形态共存和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不

适、碰撞、冲突、融合可能是日常生活常态。这种

生活常态可能会激发和表现出我族中心思想和交杂

着地理、民族、文化、宗教甚至政治愿景等多元层

面的乡愁表达。其曲折之情、婉委之态，站在以农

耕文明为主、族群相对单一的社会视角，以古典、

精致、温雅的标准来衡量和看待的话，形式可能会

显得有些粗糙，但却是元代文学奉献给整个中国传

统文学史最具自己时代意味的独特内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客观而言，一方面，

“蒙古人既没有打造具有战略性的贸易枢纽，也没

有为世界经济提供独特的工业生产力，更没有发挥

转运功能”［56］，相对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比较粗

糙的管理经验使得元王朝对藉海陆丝路而形成的世

界贸易以及东南地域的生产供给非常倚重，所谓

“贫极江南，富称塞北”［57］，即含蓄地指出了元

朝经济的畸形发展格局。而就世界经济格局而言，

1348 年开始，黑死病在欧洲泛滥，导致海、陆丝

绸之路中断，元王朝与世界经济关联度大大降低，

对东南经济的倚重更加强烈。这样，当地方豪强

倚东南之地“聚糗粮，厚资储”［58］，由分裂南北，

最终竟逼使强大的元王朝仓皇退出中原。另一方

面，当大量财富滞留南方，东南生活富庶安逸，东

南地域文坛地位因之加重，俨然与一直占据主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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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京师文坛分庭抗礼，形势甚至强于前者，如赵

翼《廿二史札记》所云：“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

尚，每岁必联诗社，四方名士必集，宴赏穷日夜，

诗胜者辄有厚赠。”［59］东南文坛的创作加重和强调

了东南地域的文化特征，这种特征与元朝疆域辽

阔、多元文化共存的典型情形有一定的距离。值得

注意的是，在元末的割据状态中，东南地域与外界

的关联度也相对降低，这使得东南区域的作者对本

域之外的文化更表现出或轻或重的忽略乃至漠视的

态度。可以说，东南文坛力量愈强，愈加重了元代

文坛的分裂，某种程度而言，以大一统、多元文化

交融为特质的元代文坛可谓迄于东南文坛。

客观来看，在元朝即将灭亡、以及明朝已经更

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内心对这个王朝的眷念

和哀愍之情实际绵绵不止。无论是《青楼集》以记

述“色艺表表”［60］的歌舞之妓来展现元朝“混一

文轨”“元元同乐”的“盛世芬华”［61］；还是顾瑛

竭尽家财令“海内文士未尝不造玉山所”［62］，并

组织编撰玉山雅集系列，期望牢笼元季作家，以存

一代之风骚，元朝的“文采风流”也曾“照映一

世”，甚至让人“数百年后，犹想见之”［63］。永乐

中叶，李昌祺作《至正妓人行》，犹借妓女之口言

“至正时繁华富贵事”，诗歌中“胡元运祚俄然歇，

远遁龙荒弃城阙”［64］，对元朝亡灭的叹喟情绪依

旧溢于言表。就这个视角而言，当元朝故老皆尽，

明朝中期基于多种因素和背景而掀起的恢复中国古

典审美理想的复古运动［65］，其中“胡运消沉汉道

兴”［66］的慨然情绪未尝不意味深长，值得人们进

行跨越民族、跨越朝代的通观探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代文人群

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研究”（15BZW05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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